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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不同植物植硅体组合具有明显差别，为了获得更为可靠的结果，本研究采集的植物种类基本包含了研究

区常见的阔叶类木本植物。 野外共采集了 ５０ 种阔叶类木本植物，其中常绿阔叶木本植物和落叶阔叶木本植

物各有 ２５ 种，分属 ２３ 科 ３９ 属，具体的阔叶类木本植物样品信息见文献 Ｌｉｕ 等［３４］。 野外样品采集时，选择阔

叶类木本植物中部偏上枝条，使用修枝剪剪取 ３５ｃｍ 的健康枝条，采集到的枝条放在标本夹中压制干燥，干燥

后的叶片装入标本袋中保存，并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植物种类等。 同时，采集了 ３２ 个表土样品，其中，常
绿阔叶林样品 １０ 个，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样品 ５ 个，落叶阔叶林样品 １７ 个（图 １）。 此外，在研究区内额外

采集了 ３０ 个样点的表土样品（红色圆点样点，常绿阔叶林样品、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样品和落叶阔叶林表土

样品各 １０ 个），用于验证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的有效性。 其中，表土样品主要采集于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

植被区，除去凋落物层后，采集土壤表层 ０—２ｃｍ 的表土。

图 １　 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ＳＷＧＴ 泥炭地（２６°０５′４２．３５″Ｎ，１１０°２１′５８．１０″Ｅ，１６６１ｍ，图 １），坐落在南岭山脉第一岭———越城岭中一个

小的山间盆地，位于湖南省西南城步县。 该泥炭岩芯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使用泥炭手钻钻取，依次钻取 ５０ｃｍ，共计

２４８ｃｍ，工作现场按照 ４ｃｍ ／样进行分样，共采集 ６２ 个样品，采集的样品及时送回实验室冷冻备用。 同时，记录

出土泥炭的颜色、质地等泥炭性状。 具体年代数据详见文献 Ｌｉｕ 等［３５］。

１．３　 实验方法

植物植硅体及土壤（泥炭）植硅体的提取均采用湿式灰化法，植物植硅体提取具体实验步骤如下：首先，
利用试管刷及超声波清洗仪逐个清洗叶片，放入烘箱中烘干。 然后，将清洗干净的树叶剪成小段，称重 ０．２ｇ，
放入离心管中，加入浓硝酸，高温氧化，直至样品溶液澄清为止。 把样品倒入离心管中进行清洗，用离心机

（转数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离心 １５ｍｉｎ 并重复离心 ３ 次。 然后，将石松孢子片（１０３１５ 粒孢子 ／片）放入另一离心管中，
加入浓盐酸，待反应至溶液澄清，将该溶液加入前一个离心过的溶液中，再次加入蒸馏水，用离心机反复离心

清洗 ３ 次。 最后，制片及鉴定，将试管中的液体震荡均匀，用一次性滴管取均匀样滴在载玻片上。 用酒精灯加

热，样品均匀散开并干燥，滴中性树胶于样品上，制成固定片。 将玻片在奥林巴斯生物显微镜下放大 ９００ 倍观

察、统计，每个样品统计植硅体在 ３００ 粒以上。 土壤（泥炭）植硅体的提取方法与植物的略有不同，需要利用

重液浮选植硅体，详见文献 Ｇａｏ 等［１７］。

１．４　 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处理方法主要包括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方法。 方差分析用于检验不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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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表土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Ｂ ／ Ｓ）的差别，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用于明确不同植物群落表土阔叶类木

本植硅体组合特征的差异。 上述分析均使用 Ｃａｎｏｃｏ ４． ５ 软件完成。 同时，本研究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８． ０、Ｃ２ 和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５ 软件分别绘制了 Ｂ ／ Ｓ 指数散点图和折线图、表土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组合图谱和表土阔叶类木本

植硅体图版。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森林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组合特征

前期工作发现，中亚热带地区阔叶类木本植物中除普遍存在着硅化气孔、毛发状和扁平状等外。 根据其

形状和纹饰，可发现该区阔叶类木本植物中还存在着区别于针叶类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特有植硅体类型，
如厚壁异形细胞中产生的弓型、纤维中发育的端尖细长棒型、细长棒型和两端尖的细长棒型、单个细胞硅化形

成的边缘弯曲扁平状以及来源不明的硅化较浅、脊线清晰的网纹脊块状［３４］。 上述植硅体可作为本地区阔叶

类木本植物的诊断类型。

图 ２　 表土主要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类型

Ｆｉｇ．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１、２ 边缘弯曲扁平状；３ 无底座毛发状；４ 细长棒型；５、６ 网纹脊块状；７ 蜂窝状植硅体；８ 弓型；９ 两端尖的细长棒型；１０ 端尖细长棒型

考虑到沉积物中的植硅体来源于植物及上述基于植硅体可以明显区分常绿阔叶类和落叶阔叶类木本植

物的研究结果，本文尝试研究依据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是否可以明显区分不同森林群落（常绿阔叶林、
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表土。 研究发现，洞庭湖流域不同植物群落表土中主要包括 ８ 种阔叶类

木本植硅体类型，具体包括端尖细长棒型、两端尖的细长棒型、细长棒型、边缘弯曲扁平状、网纹脊块状、无底

座毛发状、弓型及蜂窝状植硅体（图 ２）。 不同植物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浓度具有明显差异（图
３）。 总体看来，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浓度最高（８０２７．１５ 粒 ／ ｇ）， 落叶阔叶林其次

（３３７８．９７ 粒 ／ ｇ），常绿阔叶林表土中阔叶类植硅体的浓度最低（１４１６．０６ 粒 ／ ｇ）。 同时，不同植物群落表土中阔

叶类木本植硅体的含量大多小于 ５％，这表明洞庭湖流域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保存相对较差。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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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植物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组合主要以棒型、边缘弯曲扁平状和网纹脊块状为主，且不同植物

群落表土间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组合的含量也具有明显差别。 其中，落叶阔叶林表土中棒型含量最高（平均为

６３％），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表土其次（平均为 ３５％），常绿阔叶林表土中该类植硅体含量最低（平均为

１２％）。 相反，边缘弯曲扁平状在常绿阔叶林表土中的含量最高（平均为 ４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表土最

低（平均为 ２９％），落叶阔叶林表土居中（平均为 ３５％）。 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表土中网纹脊块状的含量最高

（平均为 ３３％），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表土中该类植硅体的含量相差不大（平均分别为 １３％和 １２％）。 其

他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类型仅在个别样点出现，且含量偏低。

图 ３　 不同植物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浓度和百分含量

Ｆｉｇ．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Ｂ ／ Ｓ：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

为进一步明确不同植物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组合特征的差异，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

方法开展了相关研究。 利用 ８ 种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含量对三类植物群落样点进行主成分分析，生成了四个

主因子，共解释 ７９．６％的变量信息，其中前两个主成分分别解释 ２７．１％和 ２１．８％的变量信息。 从植硅体类型

与样点分布图来看（图 ４），基于阔叶类木本植硅体可以将三类植物群落进行大体区分，常绿阔叶林表土内部

样点相对集中，集中分布于第一主成分的负方向；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样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位于第一主

成分的负方向，另一部分位于第一象限内；落叶阔叶林表土样点也比较集中，主要分布于第三象限内。 同时，
利用上述表土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类型对三类森林群落样点进行判别分析，不同阔叶类木本植硅体在三类森林

群落间均具有显著差异（Ｐ ＜ ０．０５），样点分布散点图中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表土

样点各自聚集且能够明显区分，个别样点略有交叉（图 ４）。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初始分类中，基于表土阔叶类

木本植硅体的百分含量对三类植物群落分类的总正确率可达 ６５． ６％，交叉验证正确率也可达到 ４６． ９％
（表 １）。 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表土归类正确率分别为 ２９．４％、２９．４％和 ４１．２％。
总之，洞庭湖流域不同森林群落的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存在明显差别，利用表土植硅体能够有效区分不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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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群落类型，植硅体指标在指示森林群落演变方面具备一定潜力。

图 ４　 不同植物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主成分（ＰＣＡ）和判别（ＤＡ）分析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Ａ）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表 １　 基于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百分含量的不同植物群落表土的判别分析（ＤＡ）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Ａ）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判别类型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ｔｙｐｅ

组别
Ａｃｔｕａｌ ｇｒｏｕｐ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落叶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回代判别 判别数目 常绿阔叶林 ７ ２ １ １０

Ｏｒｉｇｉｎ 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 ０ ４ １ ５

落叶阔叶林 ３ ４ １０ １７

正确率 ／ ％ 常绿阔叶林 ７０ ２０ １０ １００

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 ０ ８０ ２０ １００

落叶阔叶林 １７．６ ２３．５ ５８．８ １００

交互验证判别 判别数目 常绿阔叶林 ５ ３ ２ １０

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 ０ ３ ２ ５

落叶阔叶林 ５ ５ ７ １７

正确率 ／ ％ 常绿阔叶林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００

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 ０ ６０ ４０ １００

落叶阔叶林 ２９．４ ２９．４ ４１．２ １００

２．２　 不同森林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的比较

植硅体指数是半定量指示地上植物群落特征的有效手段。 因植硅体指数的提出及植被意义均是依据特

定的区域而言，而不同地区植被类型存在明显差异，植硅体指数在不同地区也可能存在多解性。 考虑到常绿

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的植被外貌差异以及上述常绿阔叶类和落叶阔叶类木本植物植

硅体组合特征的差别及基于其明显区分不同群落表土的研究，尝试利用阔叶类木本植硅体和草本短细胞植硅

体（鞍型、帽型、哑铃型和齿型）的比值（Ｂ ／ Ｓ）来表达植物群落的森林覆盖程度，Ｂ ／ Ｓ 值越大森林覆盖程度越

高，以尽可能准确地区分不同森林群落，明确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植被指示意义。
从图 ３ 可知，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表土间 Ｂ ／ Ｓ 指数存在显著差异（Ｐ ＝

０．０００），总体表现为落叶阔叶林表土最高，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其次，常绿阔叶林最低。 进一步比较不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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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植物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Ｂ ／ Ｓ）的比较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Ｂ ／

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林群落表土中 Ｂ ／ Ｓ 指数的差异（图 ５），发现常绿阔叶林

表土中 Ｂ ／ Ｓ 值均小于 ０．０３，９０％的常绿阔叶林表土样点

的 Ｂ ／ Ｓ 值位于该区间内。 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表土

样点的 Ｂ ／ Ｓ 值集中分布在 ０．０３—０．０４，该区间内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表土样点数可达 ８０％。 落叶阔叶林表

土的 Ｂ ／ Ｓ 值最高，均在 ０．０４ 以上，在该范围内的落叶阔

叶林样点数占总数的 ６０％以上。 因此，本研究认为 Ｂ ／ Ｓ
指数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洞庭湖流域的常绿阔叶林、常
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 总的来看，基于阔

叶类木本植硅体可以明显区分洞庭湖流域不同森林群

落，为准确解释该地区基于植硅体的古植被和古气候重

建结果提供了重要参考。

图 ６　 洞庭湖流域额外采集的不同森林群落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Ｂ ／ Ｓ）的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 ／ 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３　 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的应用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Ｂ ／ Ｓ）区分

不同森林群落的有效性，本文对比分析了研究区额外采

集的 ３０ 个样点的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

落叶阔叶林表土中的 Ｂ ／ Ｓ 指数的大小。 结果显示，基于 Ｂ ／ Ｓ 指数，８３．３３％的样点可以被正确区分（图 ６）。 其

中，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群落的分类正确率分别为 ９０％、７０％和 ９０％。 因此，本研

究认为上述 Ｂ ／ Ｓ 指数可以为作为洞庭湖流域区分不同森林群落的重要指标。
为进一步明确 Ｂ ／ Ｓ 指数准确区分不同森林群落的可行性，本研究将其进一步应用到研究区十万古田

（ＳＷＧＴ）泥炭剖面。 基于 Ｂ ／ Ｓ 指数的十万古田泥炭剖面古植被重建结果（图 ７）表明，自 １１０００ ｃａｌ ｙｒ ＢＰ 以

来，除个别值外，ＳＷＧＴ 泥炭剖面的 Ｂ ／ Ｓ 值均小于 ０．０４，这在一定程度上表征 ＳＷＧＴ 泥炭剖面在该阶段内的植

物群落类型以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为主。 具体而言，在 １１０００—８５００ ｃａｌ ｙｒ ＢＰ，ＳＷＧＴ 泥炭剖

面的 Ｂ ／ Ｓ 值主要集中在 ０．０３—０．０４，表明该时期的植被类型为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 自—８５００ ｃａｌ ｙｒ Ｂ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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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 Ｂ ／ Ｓ 值大幅下降，均小于 ０．０３，表明该区植被组成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因此，上述结果表明 Ｂ ／ Ｓ 指数可

以清晰地区分该地区不同的森林群落，为该地区基于植硅体的古植被和古气候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 ７　 十万古田泥炭剖面全新世以来 Ｂ ／ Ｓ 指数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Ｂ ／ 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ＷＧＴ ｐｅａ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ｉｎｃｅ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３　 讨论

３．１　 洞庭湖流域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物植硅体的组合差异性

早期，学者们认为植硅体抗风化能力强，在植物腐烂、分解和埋藏过程中能够较好地保存在土壤中，即植

硅体的土壤过程不会影响到植硅体指标的应用。 然而，近年来，相关研究陆续发现植物植硅体进入土壤后经

历了一系列土壤过程，包括植物植硅体的溶解、埋藏及成土过程等［３６—３７］。 植硅体在其埋藏过程中受到物理、
化学及生物作用的影响，土壤中的植硅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溶蚀和迁移等，从而破坏了土壤植硅体的形态及

含量，进而降低了利用植硅体指标恢复古植被的精度。 同时，不同植物种类及不同器官产生的植硅体类型的

抗分解能力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针叶类木本植物植硅体的抗溶解能力强于一些草本植物及阔叶类木本植

物［１， ３８］。 由此得知，土壤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保存可能弱于针叶类植硅体。 因此，分析明确表土中阔叶类

木本植硅体的相对分布可以为洞庭湖流域基于植硅体的古植被、古环境组合提供有用的参考。 先前研究发

现，温带或者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表土植硅体组合主要以草本植硅体（如短细胞植硅体和尖型等）为主［３９］，
本研究与此结果较为一致。 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草本植硅体对于区分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较大贡献率，进
而过高地估计地上草本植物的数量。 因此，表土中木本植物植硅体（尤其是阔叶类木本植硅体）对地上植物

的贡献率需要更好地来评估。 在本研究中，大多数森林群落表土样点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含量小于 ５％，
其含量明显低估了对应森林群落阔叶类木本植物的数量，这可能也是学者们质疑森林生态系统植硅体⁃古植

被重建研究的重要原因［２５， ２９］。 但本结果与前人关于我国东北地区的研究相差不大，其结果表明，该研究区森

林区和草原区表土中木本类植硅体（含针叶类和阔叶类植硅体）含量的取值区间分别为 ２％—１２％和 ０—
６％［４０］。 同时，地中海和俄罗斯森林生态系统表土植硅体的相关研究也仅利用纹孔块状代表木本植硅体，而
表土中该类植硅体约占总量的 ５％左右［１４—１５］。 热带地区和其他亚热带地区，其优势树种—棕榈科植物产生

大量的球状植硅体，森林群落表土中该类型植硅体的数量甚至高达 ８０％—９０％，据此植硅体指标成功定量重

建出区域内森林覆盖度［４１］。 但是本研究区植被组成明显不同于热带地区和其他亚热带地区，我国洞庭湖流

域不存在或者极少量存在棕榈科等植物产生的各类球状植硅体，少量出现的球型植硅体并不能有效地代表区

域内阔叶林的植被面貌。 因此，考虑到洞庭湖流域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总量偏少，有效地校正阔叶树植硅体的

数量，使其准确代表洞庭湖流域阔叶树的数量变化是该区基于植硅体的古植被重建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重要

问题。

６７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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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了阔叶类木本植物特有的 ８ 种特征植硅体类型，其在表土中也同时存在，相关文献中也报道

了这些植硅体类型是土壤中保存相对较好的形态类型［３７］。 而阔叶类木本植物中含量丰富的导管型、硅化气

孔和表皮植硅体在表土中则不常见。 这主要是由于土壤中不同植硅体类型的溶解是不同的，硅化较浅的毛发

状、硅化气孔、表皮植硅体等更易破损，刚硬的棒型及块状等则相对稳定［２５］。 表土中比较丰富的阔叶类木本

植硅体如棒型和网纹脊块状可准确反映地上木本植物的数量变化［４０］。 同时，表土中不同类型阔叶类植硅体

的相对含量清楚地反映了不同森林类型物种组成的局部差异。 同样地，前人关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的相关研究

也均已证实，植硅体指标在指示及区分森林群落、草原群落等方面已经较为成熟［４２］。 因此，依据表土中阔叶

类木本植硅体能够准确识别出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完善了该

区域植硅体⁃古植被重建结果。 当然，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对该区不同森林群落的判别标准是否适用于

区域内古植被的重建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佐证。
３．２　 洞庭湖流域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植被指示性潜力

随着植硅体—植物分类精度的提高，多种植硅体指数被应用于定量地指示地上群落植物组成及数量变化

特征。 草本植硅体指数的研究结果显示，利用草本植硅体指数（ Ｉｃ、Ｉｐｈ 指数等）能够直接解译草原植被的植

物组成及其相对数量的变化，如 Ｃ３和 Ｃ４禾本科植物及禾本科不同亚科（乃至属）植物等的数量变化，进而推

导出草原区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禾草群落的起源及动态演替规律［２—５］。 同时，在热带地区和温带地区，木本植

硅体指数也被用于指示不同植被的变化。 在非洲森林区和稀树草原区表土植硅体研究中，学者们发现阔叶树

和禾本科植硅体的比值（Ｄ ／ Ｐ）能够表征森林覆盖度，如森林区 Ｄ ／ Ｐ 数值明显大于 １，热带雨林区指数甚至高

达 １０，稀树草原区森林覆盖比值不足 １［４１］。 但是由于该指数利用的球型是热带、亚热带阔叶类木本植物的典

型植硅体类型，北温带和热带地区海拔超过 １９００ｍ 地区的表土中该种植硅体类型比较少见，Ｄ ／ Ｐ 指数不能记

录这些地区的森林覆盖度信息［２３］。 为了记录温带地区的森林覆盖度，基于地中海地区的植被调查及表土植

硅体研究，松科和禾本科的比值（Ｐｉ ／ Ｐ）被提出表征该地区针叶类木本植物覆盖度，该指数大于 ０．２６ 指示针叶

林，其他植被类型下表土中 Ｐｉ ／ Ｐ 指数不足 ０．１［１４］。 但 Ｐｉ ／ Ｐ 指数的应用尚局限在少数针叶林分布的地中海地

区，该指数在其他地区的适用性有待于考证。 总的来看，植硅体指数是半定量地重建古植被面貌的有效手段，
但因植物种类及植被类型具有区域性，基于热带、亚热带特定植硅体类型提出的植硅体指数（Ｄ ／ Ｐ）在我国洞

庭湖流域并不适用。 该区现代植被调查中并未发现棕榈科植物的密集出现，针对该区的表土植硅体研究也并

未大量发现球型植硅体，仅在个别样点极少量出现。 因此，在我国洞庭湖流域引入新的木本植硅体指数，以准

确揭示该区植被变化，是该区植硅体⁃古植被重建的重要环节。
本文沿用 Ｄ ／ Ｐ 含义，将木本植物特征植硅体⁃粗糙球型替换为洞庭湖流域所有阔叶类木本植硅体之和，

定义新的木本植硅体指数（Ｂ ／ Ｓ）。 这主要考虑到该区缺少棕榈科植硅体，且该区植物组成复杂，单一植硅体

类型并不能完整表达地上植物群落的树种组成；二是我国洞庭湖流域阔叶类木本特征植硅体类型数量相对较

少，单一类型会低估森林覆盖度及掩盖不同森林群落的差异。 本研究表明 Ｂ ／ Ｓ 指数对于区分该区常绿阔叶

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是具有很大潜力的。 表土中 Ｂ ／ Ｓ 指数的变化与地上植物群落的组成

间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同时，利用 Ｂ ／ Ｓ 指数重建的 ＳＷＧＴ 泥炭剖面全新世以来的古植被序列与该区已有

的基于植硅体［３５］与孢粉的古植被重建结果具有一致性［４３—４５］，其均表明 ＳＷＧＴ 地区在约 １１０００ ｃａｌ ｙｒ ＢＰ 以来

主要经历了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到常绿阔叶林的演替。 因此，Ｂ ／ Ｓ 指数的应用是该区基于植硅体的高精度

古植被重建的重要一步。 本研究相信基于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Ｂ ／ Ｓ）能够准确反映洞庭湖流域不同森林

植被类型组成的变化。 该指数包含了常见的主要阔叶木本植物植物体，因此，除我国洞庭湖流域外，其还可用

于追踪常绿阔叶类木本植物丰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的森林覆盖度的变化。
同时，本研究发现 Ｂ ／ Ｓ 指数在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间有一定交叉，个别常

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样点的 Ｂ ／ Ｓ 值位于 ０．０３—０．０４，处于常绿阔叶林的数值范围内，个别落叶阔叶林样点的

Ｂ ／ Ｓ 值也是如此。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洞庭湖流域某些区域的原始植被类型是以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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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４６—４７］。 再加之表土植硅体为地上植物多年累计的结果，且表土植硅体类型多样且含量丰富［１］，因此常绿

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表土中植硅体的类型及含量差别相对较小，致使个别样点 Ｂ ／ Ｓ
指数的大小相似。 此外，与热带地区相比，洞庭湖流域表土的 Ｂ ／ Ｓ 指数明显小于热带地区。 洞庭湖流域表土

的 Ｂ ／ Ｓ 值不超过 ０．１，而热带地区的森林覆盖度（Ｄ ／ Ｐ）值则高达 ４—５［２， ４］。 这可能是因为洞庭湖流的某些阔

叶类木本植物如茅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板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山莓（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产生的植硅体

很少（本人前期研究发现），并且表土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常见类型如毛发状、硅化气孔和表皮细胞的保存却

较差［３６］。 因此，研究区表土中的阔叶类木本植硅体可能不足以代表所有的阔叶树。 此外，短细胞植硅体因其

易于保存，其在表土中含量丰富，这过高估计了上覆植被中草本植物的数量，而表土中短细胞植硅体的高含量

必然会降低木本植物植硅体的比例［４８—４９］。 其综合导致洞庭湖流域表土植硅体的 Ｂ ／ Ｓ 值偏小。 综上所述，Ｂ ／
Ｓ 指数是区分洞庭湖流域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的一个有前景的定量指标。 但是，
在利用该指数重建古植被时不仅需考虑 Ｂ ／ Ｓ 指数的区域局限性，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确不同森林群

落表土中阔叶类植硅体与地上植物间的真实对应关系，以评估该指数指示森林群落成分变化的可靠性。

４　 结论

（１）依据阔叶类木本植物植硅体形态的观察和描述，本研究识别出了土壤中常见的阔叶类木本植物植硅

体的特征型即端尖细长棒型、两端尖的细长棒型、细长棒型、边缘弯曲扁平状、网纹脊块状、无底座毛发状、弓
型及蜂窝状植硅体，其含量占土壤中植硅体总量的 ５％左右。 不同森林植被表土中阔叶类木本植硅体的组合

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利用其成功区分了常绿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 因此，表土中阔叶

类木本植硅体能够用于识别洞庭湖流域不同森林群落，是重建古植被的可靠记录。
（２）本研究提出的阔叶类木本植硅体指数（Ｂ ／ Ｓ）即阔叶类木本植硅体与禾本科短细胞植硅体含量之比成

功区分了三种森林植被类型。 其中，常绿阔叶林表土中 Ｂ ／ Ｓ 值小于 ０．０３（样点比为 ９０％），常绿 ／落叶阔叶混

交林表土中 Ｂ ／ Ｓ 值为 ０．０３—０．０４（样点比为 ８０％），落叶阔叶林表土中 Ｂ ／ Ｓ 值大于 ０．０４ 以上（样点比为

６０％）。 同时，基于 Ｂ ／ Ｓ 指数准确重建了十万古田地区全新世以来的古植被变化，全新世以来，ＳＷＧＴ 地区经

历了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的植被发展历程，且其与区域孢粉古植被重建结果较为相似。 该研

究结果不仅为洞庭湖流域区分不同森林植被类型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基于植硅体更加精确地重建该区域的

古气候、古植被及林线变迁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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